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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内涵、困境与进路探析

−基于自然与文化融合的视角

蒋羽宁，黄静晗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  【目的/意义】我国乡村振兴是要通过新时代的创造变革，实现从离乡背井到以德法治乡的集体经济的全链

重建。【方法/过程】通过文献研究和分析归纳，研究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和解，城市化进程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与疏

离，探讨约束乡村振兴的不利环境和制度缺位等因素，提出乡村振兴的举措和优化路径。【结果/结论】人们对于

乡村牧歌的精神自由成为无数有志者终生的理想，这也成为乡村始终具有吸引力的基础。为了创造可以回得去的乡

村，需要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让乡村真正成为安放乡愁的温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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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Dilemma and Approac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

JIANG Yu-ning，HUANG Jing-ha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Mean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s  to  realize  the  whole-chain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leaving  their  homes  to  the  rule  of  virtue  and  law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reform  of  the  new  era.

【Methods/Procedures】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alysis and summary, the opposi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re  studied,  as  well  as  the  impact  and  alienation  of  urbanization  on  the  rural  culture,  and  then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absence  that  restricte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discussed.  Last,  the  measur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Results/Conclusions】People’s spiritual  freedom for rural  pastoral

songs has become the lifelong ideal of countless aspirants, which has also become the basis for the attraction of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create the countryside that could be returned to,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were

needed to make the countryside truly become a warm home for settling the nostal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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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从离乡背井到以德法治乡来一

场以人为核心的全链体系重构，这种重构以人为本、

以法为根、以德为要，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

史复振的趋势。中华文明是按照天地阴阳构建的天道

文明，而乡村是这种文明的源头，蕴含着“从何而来，

要去哪里”的终极秘密，正是从这里开始，华夏文明

最原始的基因图谱得以绘制，五千年的文化自信被镌

刻在中华大地的柱石上，荣辱兴衰，沧桑巨变，岁月

与朝代更替，华夏文明却生生不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近乎到了日趋

凋敝的状态之中，人口流失、土地荒种、技艺断承[1]。

一方面是大批人到了城市中发展创业，守成兴业，异

乡漂泊；另一方面却是乡村文化凋敝，人口凋零，经

济破败。有人将这种矛盾状态描述为“融不进的城市，

回不去的家乡”。人与自然的疏离加剧了人与社会的

对立，在这种疏离了自然又缺乏社会归属感的道德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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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嫉妒、焦躁和孤单感不断滋生[2]，道德心理上

的困境使人变得功利而又冷漠，心灵变得空虚。 

1    人与乡村的和解与融通

自然是人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感性的表达。人

与自然之间以一种感性的方式来表达人的本质在何种

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

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3]。自然给予人生存和发展的必

要条件，人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与改造自然，通过这

种价值交互的方式，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并紧密结合起

来。两者的紧密依存形成了一种自然法则，人与自然

的和解成为社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违反了这条法则，

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会被打破，自然界的报复就

会接踵而来[4]。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数十年的野蛮扩

张，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工

业酸雨、植被破坏、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严重。

今日中国之乡村，多数地方看得到的是老人、留

守儿童和看家护院的狗。乡村失去了青壮年就失去了

活力和创造性，只剩下一座座破败的房屋静静地守候

着，活像一座座伫立在那里衰败的古堡。老人和孩童

坐在门口等天黑天明，等村头汽车的轰鸣声。这里的

人生命不再起舞，阳光灿烂却又多得不知如何使用。

留在乡村的人也是那些远离家乡者的牵挂，只是电话

响起，不知道如何倾诉情感，草草几句，就挂线收场。

房子就是那么奇怪，只要有人住着，不管多邋遢，总

是用力地焕发着生机，而一旦没有人常住，屋子和院

子的破落总是挡不住。时间久了就成了昆虫杂草的福

地，这种萧瑟也更使得房屋的主人没有了再回来居住

的念头，久而久之，自然和时间共同淘汰了异乡人归

乡的居所，催生了更多的异乡人。

乡村是静夜童年的梦境，亦是长大后念念不忘的

根。那些在心绪上徘徊于家乡与他乡的游子，像是游

荡在时光之海上的旅客，既有对家乡的牵念，亦有奔

赴星辰大海的使命与担当。乡愁的背后，是童年的记

忆、是叶落归根的传承，找不到乡土与现代文明和解

的方法，就无法排解这种愁绪。在无常的历史变迁中，

在自然或人为的灾难中，乡村的文明、乡村的风俗、

乡村的发展，无不在发生着令人叹惋的变化，这种变

化莫非就是乡土社会的最终命运？人与乡村情感的割

裂，如何化解？人与乡村的发展如何融通？幸运的是，

乡土的传统、乡土的思维、乡土的文化在中国如万古

江河，虽然可能会改道，但是从来不会断流。而中国

乡村振兴的文化重建也需要在这里寻找答案。 

2    工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城

乡分离

西方的工业化是一条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之路，

但也走向了极端，走了很多弯路。粗暴的机器生产方

式使得大批的百姓失去土地，进入工厂，人和自然被

隔离，地方性的意识和归属被打破，人回不到自己长

期生活并依赖的土地，又未能及时适应科技进步所带

来的冲击，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解、融通和互惠被打破

了，人与自然之间失去了真实的交流，自然也失去了

循环，劳动被异化，信仰不断逝去，社会化问题不断

凸显。传统的原始村落文明被瓦解，新的文明没有完

全形成，贪婪成为社会的常态，丑陋而又粗暴的治理

让更多的人对整个社会的认同和归属缺失。自私、懒

惰、劫掠、毒品和传染病，这些成为社会问题的常态。

曾经有观察家这样评价西方工业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这场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给英国人带去了灾难，

尽管它带来了科技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但是它加

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使整个社会

陷入了一场巨大的精神信仰危机。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快速发展

阶段、不稳定发展阶段、停滞发展阶段及改革后的快

速发展阶段。其中改革后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伴随着工

业化发展共同推进的[5]。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发

展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分工与专业化使得产业结构不

断升级，经济活动大量聚集在城市，农村劳动力出现

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密集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发

展特征逐渐显现[6]。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

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城市住房、医

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福利与农村不断拉开差距，更多

的农民工不断涌向城市。而他们生产技能偏弱，基本

生活条件、生产安全、劳动报酬保障措施不力，工作

和生活权益容易被忽视，工作方式、工作条件及工作

权益的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民工容易成为城市生活中

的新贫困者。

在这种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中，市场经济的高度

竞争改变了国民工作的家庭模式。在城镇化之前，很

多家庭是一人上班养活全家，现在的城镇化发展增加

了家庭生活的成本，多数家庭需要夫妻两个人都出来

工作，有了孩子以后如何平衡工作和照看孩子成了家

庭的一个重要矛盾。即使解决了孩子照看问题，女性

在这次工业和城镇化发展中可以寻求到更多工作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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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实现了经济独立的女性全

职处理家庭事务的意愿就会下降，女性的独立性和竞

争性已经形成，但是不少男性还没能从传统的“男主

外、女主内”的认知中纠正过来，大量单身青年群体

出现，离婚率不断上升，使得无论男女都不切实际地

寻找更“理想”的伴侣，加上生存、教育、医疗等多

重因素的合力，少子化问题也愈发严重。

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治理过程中，选择绝对的

“城市一元”模式还是“城乡二元”治理没有经过太

多波折，“二元分治”还是“城乡二元融合”却经历

了很长时间的拉锯。部分城市对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

期后政府职能调整的认识不足，长期形成了城乡“二

元”分割治理思路、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7]，出现了

规划体系不完善、规划机制不科学、规划执行不到位

等诸多问题。城乡户籍制度成为政府控制治理的一个

重要工具，也成了城市和乡村之间一条巨大的鸿沟，

自由流动的天性被抑制，农村与城市的双向流通被阻

隔，求稳怕变、不愿冒险的惰性心理不断滋生，两者

间的居民对彼此的认同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农村人

口向城市流动的抑制限制了城市化发展，工农业结构

和城乡人口结构错位，社会资源的整合度下降，催生

了劳动力过剩和资源相对紧缺同时出现的奇怪现象。 

3    乡村文化与工业文明冲突后的疏离

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乡民们有着共同的地域和

生活空间，形成了休戚与共的生活情感，价值观和信

仰融合生长，最终会形成兼具地方文化特色和乡缘亲

情的乡村文化共同信仰，形成“共同体”。在这种看

似无形，却又结合紧密的乡村共同体中，血缘、地缘

和伦理是主要的链接要素，宗族、邻里和乡亲是交往

的主要对象，共同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依赖形成了彼此

守望、亲密无间的乡村社会交往模式，形成了一种亲

密的、纯粹的、隐秘的共同生活。但是，随着现代工

业的发展，社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升，人和人之间的

差异日趋扩大，以“有机团结”为代表的商业化城市

成为社会的代表，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乡村共同体”

不断受到冲击而被割裂、疏离。“村落共同体”经历

着社会细胞的裂变、消亡和新生，乡土文化体系和人

际关系随之嬗变[8]。“乡村共同体”和“宗族共同体”

对成员的影响不断被弱化，成员变得功利且急迫，精

神皈依的途径被切断，成员普遍陷入了迷茫和焦虑。

这种变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维系乡村基层顺序

的“序”丢失了，传统道德被碎片化，道德约束力的

下降使得乡村居民的“越轨”行为日趋增多，这种变

化至少在三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3.1    乡村治理的基础开始形成缺位

过去，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乡

贤的荐举是基于乡民之间长久地信任和了解。现在的

乡村选举容易受资源、财富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

监督和管理上也存在一定的缺位，容易造成村庄强势

者上位、恶势力霸权等现象，从而造成乡村资源的分

配和使用上的不公，造成乡村贫富差距过大和村民大

量外出后的进一步萧条和落败。 

3.2    人才和资源稀缺进一步拉开乡村贫富差距

真正有眼界有能力的人才在乡村中分布不均。经

济好的乡村中人才集中，而监管体系在乡村的专业性

和覆盖程度尚未能满足需要，容易形成能人、强人为

核心的利益集团，挤占乡村集体资源，霸占乡民参与

乡村治理的通道。而在经济欠发达地方的乡村中，人

才的缺失又会影响村庄集体协调能力，造成集体行动

能力的低下，从而进一步和富裕乡村拉开差距。 

3.3    乡村文化信仰不断衰败

受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影响，乡村文化信仰

不断衰败。错误的价值观和扭曲的消费观不断侵蚀乡

村居民，传统乡村结构遭到破坏，地缘、血缘观念被

不断弱化，信仰链条被不断切削。从过去的乡村文化

信仰到后来的姻亲和利益关联体纽带，乡村传统文化

沦丧，利益至上被不断放大，农民的被妖魔化也是在

这个过程中加剧的。 

4    城市和乡村文化体系的重连

西方国家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上采用直接

的方式，即直接以城市的一元代替城乡二元，这种好

处就是建立很多绝对的城市文化中心群，缺点就是伴

随着乡村的衰落和消亡。中国具有近五千年的农耕文

明史，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不允许采用

这种绝对的一元制，“城乡互构、二元融合”成为必

要的选择。这种结构下，没有绝对的中心，也不存在

绝对的边界，城市和乡村相互依存、双向流通。过去

乡村共同体的发展研究，更多是从乡村经济的视角去

切入，现在拓展视角后，将村落内部的经济、社会、

文化和交互关系以及家族的变迁、村落文化的发展、

乡村环境的变化和区域特色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注入

了活力，适应了新的发展形势。

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建设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实

现价值生态的聚合。需要从乡村发展的全链条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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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打造具有时代特点，适应城乡经济融通的集体

经济，实现乡村经济活力的恢复。这种生态体系是建

立在产业兴旺基础上的，而在这个全链条重建中，人

是核心资源，不但要有年轻人，还要有具备知识与眼

界的高素质人才。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回家，在过去乡

村讲究的是成为乡贤乡绅，功成名就后落叶归根，捐

资助学、兴学兴教、兴修祠堂，然后再把年轻人送进

城市，为国家举荐人才、培育栋梁。一代又一代，村

里生长，城市贡献，然后再落叶归根，长此以往形成

一个闭环的人才成长、培育和输送中心。今天乡村文

化的没落，宗族制度的消失，乡村文明的消沉使得很

难形成过去那种人才输送模式。但是这不妨碍从新的

形式上出发重新构建一个乡村振兴的体系，毕竟人才

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轨迹没有改变，乡愁和乡恋还是

不少城市打拼者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乡村未来

可以定义为精神资源供给领地。有了人才的双向流动，

就有了乡村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人可以驱动人，土

地、资本、资源、文化、科技等要素才能交汇创新。

而人与乡村的情感割裂是长期发展的诸多因素造成的，

打破这种割裂首先应该是人与乡村文化上的认同和回

归，促使人与乡村之间从若即若离到和解互惠。

乡土情怀的文化寄托中，乡语是最直接最生动的

音符，少小离家，乡音无改是游子的常态。方言是特

定区域内的语言变体，是地方文化交通最便捷的桥梁，

语言空隙下的心灵隔阂才是离家愁绪滋生的主因。在

乡语的语境中，蕴含着一种平衡的力量，能够将具有

文化创造力的人与作为有着某种自我去文化倾向的自

然之间做平衡和互依。失去乡语不必然失去这种平衡，

但是部分失去这种平衡的后果是严重的，不论是纯粹

的文化化，或者是彻底的自然化，心理约束规则被打

破后，人就像一个强大却又失去社会法则约束后进入

茂密丛林的巨人，恣意践踏却又不断地伤痕累累。人

和自然之间相互被隔离开来，看着身边触手可及的树

木森林，却又被禁锢着无法突破的重重藩篱，撕扯不

掉、挣扎不开，久而久之，伸手触碰外部世界的意愿

就小了，人和自然相互疏远，最后的结果就会日趋走

向一种荒野化，陷在失语与异语后的苦闷里。异语背

后群体之间的心灵距离不是靠走近就能消融的，需要

回到时空的原点，距离才会消失，又抑或是熟悉的乡

语驱散久离无归的愁绪。失语现象象征着文化的消融

与重构，失语现象隐含乡村意识消退所带来的恐惧，

乡语中蕴含的文化眷恋与文化归宿是能够给那些离家

万里不能归来者最好的慰藉，能够用乡语呼唤游子的

声音、作品和场景都是温暖的。

乡土文明塑造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可以相互认同、

转化和依存的家园意识，这种意识使得土地和财富可

以流转，宗族血脉可以传承[9]。信仰不息使人可以借

由自然的存在而成就自己的存在和不朽，这种信仰的

传承成为乡村最基础朴实的乡村文化。衣锦后还乡，

落叶后归根。这是乡土对游子的呼唤。而魂归故里，

入土为安则是对乡村成长者灵魂最好的安排，成为人

克服死亡恐惧的力量来源。这种信仰力量的强大之处

在于它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经过成百上千年的传承，

早已成为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管社会如何

变迁，外部压力如何强大，他们对于这种信仰和追求

的动力从未减少。有了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功能属

性，这种信仰的文化就有了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

甚至很多农民会将这种信仰赋予神圣与灵验，他们不

认为这种灵验是一种超验或神秘的存在，而是最为具

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的诉求和表达。有了这种功

利性的诉求，对于土地的崇敬就有了地位异乎寻常的

神圣性，人们愿意为之贡献几乎全部的信任。在现代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村落可以拆除，宗族寺庙与祠堂

却必须妥善安置，这是农民对于土地和乡村文化最后

的守护。 

5    现代乡村文化的转型和重建

人劳作于土地，留恋于田园，守护乡村如守护自

己的心灵一般，以自在的种种作为去抗拒繁华社会带

来的种种不安和侵蚀。生活的节奏成了生活与自然共

同谱写的规律，劳作的人不断受到文化浸染，实现了

对自然和生活的合拍和融入，获得了生命所渴求的安

全感。人们学会合理地利用自然，融入自然。自然又

毫无保留不断供给与再生，循环往复。生活的日常变

成了惯习，惯习又因了地方的形塑成了符号和韵律，

文化得以形成，归属和认同在这里交汇，人与自然之

间交融，良性循环得以实现，被这种乡村文化气息和

韵味浸润过的人，有根、有魂、有力。能走很远，也

懂得回家的路，这些便是一个乡土文明最为根基性的

保障和连接，不管是否看得见，但是集结的力量永生

不灭，像一株株庞大根系的融入，牵动着远方的游子。

这是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文脉络，抓住了这个软核

心，再难的事情都有了核心的支撑。所以乡村振兴的

生态体系中，对乡村文化的重建应有此认识[10]。

从传统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发展是时代

趋势，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传统村落的衰落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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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道德失范、发展失序不是乡村独有的社会问题，

看待这种社会撕裂需要科学的认知和方法，而不能是

走返璞归真的“回头路”。对于“农耕文明、淳朴生

活、乡土价值”这些传统的乡土文化元素，很多人潜

意识里是不认可的，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对

这种生活的不认同甚至是一度将其打上“落后”的标

签。现代化城市生活也存在缺乏归属和缺乏价值认同

等各种问题。中华民族能够得以生生不息，依靠的是

华夏文明数千年的薪火相传，而从农耕文明走过来的

乡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从黄河岸边

走来的先辈们，血脉里流淌着黄河桀骜不羁的力量，

也透露着黄土地朴实无华的气息。虽然乡村文化已经

衰败，但是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符号却四处可见。乡

村文化的振兴需要尊重乡村传统价值和历史地位，扎

根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挖掘精华融入时代创新

元素，重构乡村价值体系，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使之

扎根广阔乡村，焕发时代生机。 

6    创造回得去的乡村

人在生存需求满足后，基于对生活过的土地的认

同和依恋，往往会有一种归乡的渴望和挂念。在长期

的农耕生活中，人们出则居庙堂之上，归来则是乡村

牧歌。这种精神的自由成为无数有志者终生的理想，

这也成为乡村始终具有吸引力的基础。乡村成了人们

可以想象到的幸福生活所奋斗的动力来源。虽然今天

的科技发展阻隔了这种情感联系，却始终无法隔断人

们渴望回归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的期盼。游子需要回

得去的乡村，而乡村的振兴也需要回得来的游子。 

6.1    回得去的乡村需要制度创新

如何让年轻人从城市回流，让家乡吸引技术人才

和年轻劳动力需要制度创新。人才引进制度需要完善，

人才优惠补贴需要落实，乡村创业环境需要改善。而

实现政府权力有效合作和农户利益置换，同时又不打

破现有政府权力边界和农户利益结构就更需要创新。

乡村建设和管理需要制度支撑和保障，需要管理者不

断进行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 

6.2    回得去的乡村需要技术创新

科技兴农就是要给乡村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将

先进理念、智慧技术、现代装备引入到乡村农业发展，

“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随着数字生态技

术在农业的广泛应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了强大

动力，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被深刻改变，这也

为乡村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多机遇。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需要坚持科技引领，坚持技术创新，充分激活乡村生

产要素，激发农村发展内驱力。充分用好智能管理、

数字生态技能优势，不断探索先进技术与农业发展的

融合路径，助力乡村生态农业腾飞。 

6.3    回得去的乡村需要文化创新

振兴后的乡村应该更像乡村，不但要有城市生活

中的便捷，还应该具有显著区别城镇的乡村宜居风貌

和生态环境。让归来的游子“看得见山水”“记得住

乡愁”，综合培育乡村的文化归源、文化认同、生态

永续[11]。通过扶持乡村文化传播企业，培养新时代的

乡绅乡贤。通过文化立乡来推动乡村特色生活、现代

生活、绿色生活和乐活生活的有机结合，构建乡村文

化的新生活模式，让乡村文化成为安放乡愁的温暖家

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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